
第八章 出土文物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按《汉书·地理志》所载，使团“赉黄金杂缯而往”，明确贸易输出仅有黄金和丝织

品两类。而“赉，赐也”
[1]
，说明官方携带的黄金和丝绸，源自于朝廷的赏赐。陆路的输

出亦大抵如此，如公元前 119 年，张骞率领三百人再次出使西域，就“赍金币帛直数千巨

万”
[2]
。输入物品有“明珠”、“璧流离”和“奇石异物”，结合合浦汉墓出土文物考察，应

包括珍珠、玻璃以及石榴子石、水晶、琥珀、绿柱石、玛瑙、肉红石髓、蚀刻石髓、绿松

石和黄金等珠饰。从出土数量众多的陶质和铜质熏炉来看，香料也应属“异物”中的一种。

此外，一些非贸易商品，如出土的波斯陶壶和铜钹等，也随之传入。

上述器物主要出自合浦大中型墓葬，年代跨度从西汉中期到东汉晚期，但大量的出土，

则集中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墓。这些墓葬的随葬品多较丰富，墓主人可能属权贵阶层，

包括官员和殷实商贾等。

第一节 黄金杂缯

一、黄金

公元前后的对外贸易，黄金普遍作为货币流通。在印度与希腊之间的贸易，公元 1~2

世纪的一部泰米尔作品写道：“雅瓦纳（Yavavas，印度人对希腊人的称呼）的大船带着黄

金而来，满载辣椒而去。”
[3]
而在印度至北部湾航线这一端的汉王朝，至晚从战国开始，就

使用了黄金铸币。西汉中叶开始出现的“金饼”，也称“饼金”，具体分为圆形金饼和蹄形

金饼两大类。圆形金饼，属使用流通型，也可用于贡祭，其特点是便于叠摞、携带和储藏；

蹄形金饼，仅为贡祭摆设型
[4]
。我国出土的金饼，数量较马蹄金多，历年的发现已接近 300

枚，陕西、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河南、山西、河北、广西都有发现
[5]
。新近发掘的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金饼更多达 285 枚，还有马蹄金 48 枚、麟趾金 25 枚和金板 20

块，这是迄今我国汉墓考古发现中，是金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一次
[6]
。

广西出土金饼的是两座大墓，一是西汉晚期合浦望牛岭 M1，墓主人可能是位于现越南

境内的九真郡太守或高级官员。出土的金饼两枚，均为正面凹陷，刻有铭文，背面稍隆起，

比较粗糙。一枚重 249 克，直径 6.3 厘米，刻一“大”字，“大”字下方再细刻“太史”

二字，另一枚重 247 克，直径 6.5 厘米，刻一“阮”字，“阮”字上方再细刻一个“位”

字；二是西汉早期贵县罗泊湾 M2，报告认为位于其一侧的 M1 墓主是中原人，曾为桂林郡

守或郡尉，M2 墓主为南越国派驻本地的相当于王侯一级官吏的配偶
[7]
。出土的一枚金饼，

外形与前述类似，正面刻“—××｜｜｜”符号，重 239 克，直径 5.5 厘米。汉代一斤约

当 250 克，这些金饼代表一斤的重量。这类金饼，应是《汉书·地理志》记载的“黄金”

之属，其方便远程携带，可用作交易的大额货币，就如《真腊风土记》“贸易”条下所述：



“若乃大交关，则用金银矣”。
[8]
此外，西汉晚期的合浦风门岭 M23，还出土泥饼十枚，当

是仿制金饼的明器
[9]
。

汉王朝的黄金储备丰富。新莽时期，国家库存黄金达 70 万斤（汉斤，约 175000 公斤），

是封建社会中央政府黄金储量的顶峰，与当时的罗马帝国相当
[10]

。合全国计，当武帝至王

莽时，宜有百万斤以上
[11]

。汉代盛行使用黄金，光是帝王用于赏赐和馈赠，《史记》、《汉

书》所载“赐金”、“馈金”，动辄数万斤，少者亦有数百斤、数十斤。故赏赐汉使团，用

于海外贸易之黄金，其数量应也比较充足。

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迄今还没有金饼出土的报告。究其原因，除考古发现本身

的局限外，还可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盛行黄金珠饰有关。这些金饼，可以回炉重熔，制

成各种各样精美的装饰品。

图 8-1 望牛岭 M1 出土金饼

二、杂缯

发展到汉代，由于养蚕和缫丝技术的改进，已能生产出质地优良的蚕丝。官府经营的

纺织手工业作坊，采用了复杂的纺织工具和工艺技术，不惜“丧工费日”，投入大量资金，

生产出大量精致豪华的丝织品。汉代将丝织品统称为帛或缯，种类包括素、缣、纱、毅、

罗、绮、锦等
[12]

。公元 6 世纪之前，蚕桑、缫丝技术一直是我国垄断的专利，丝绸产品以

其独特的风格与魅力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在向西方输出丝织品的同

时，也将先进的中国纺织技术传输到西方
[13]

。

从考古发现来看，西汉时期的丝织品，主要见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14]

和湖北江陵凤

凰山 168 号汉墓
[15]

等；东汉时期的丝织品，大都出自位于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甘肃、新疆

等地。在岭南地区，西汉早期的南越王墓和罗泊湾 M1，也有较多的丝织品出土。南越王墓

的原匹织物，估计不下 100 匹，出自西耳室，多层叠放，出土时已炭化朽毁，其余用于器

物包裹、绶带和穿系的织物，则保存略好。经鉴别，种类有绢、纱、锦和罗等几大类，还

有手工编织的组带
[16]

；罗泊湾 M1 出土的丝织品有平纹的绢和纱衣料，也十分精致。该墓

历史上虽已被盗，但从出土的一件木质的“从器志”（记录随葬品的清单）得知，在原来



随葬品中，有大批的缯、布和用缯布缝制的衣服以及囊袋等
[17]

。与贵县相邻的合浦，目前

还没有丝织物出土，仅在西汉晚期风门岭 M26 见少许麻织品，虽不属“杂缯”之列，但其

结构严密，每平方厘米经线 11 根，纬线 9根，体现了较高的纺织水平
[18]

。

由于丝织品属有机质，易朽，故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考古发掘中，也鲜见踪迹。

不过，从其来源于朝廷的赏赐来看，与陆上丝绸之路沿线所出有一定的可比性。此外，在

航线另一端的斯里兰卡 Rambukkana 的 Delivala Stupa 遗址，2001 年发现一块中国丝绸。

Rambukkana 位于斯里兰卡的西南部，距首都科伦坡以及著名的珠宝城拉特纳普勒

(Ratnapura)均不足一百千米。丝绸被用来包裹一个铜舍利塔，已经褪色，难以确定它的

原始颜色。经碳 14 测定，年代为公元前二世纪
[19]

。斯里兰卡在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

易中心，也是汉王朝、东南亚国家与罗马贸易的中转站，这块丝绸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

重要的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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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明珠、璧流离

一、明珠

输入商品中，首为“明珠”，亦即珍珠。《史记·龟策列传》载：“明月之珠出于江海，

藏于蚌中”
[1]
，这里的“明月之珠”，当是取珍珠“明亮如月”之意。考古发现的珍珠数量

很少，西汉早期广州南越王墓
[2]
和西汉中晚期贵港深钉岭 M1

[3]
有报告出土，前者为石室墓，

珍珠置于漆盒中，后者为土坑墓，珍珠置于铜盒中，珍珠均不与土壤直接接触，埋藏条件

相对特殊。兴安石马坪西汉晚期墓 M6 也出土珍珠 3颗，直径 0.4-0.45 厘米，但埋藏状况

不详
[4]
。而在发掘的合浦汉墓中，迄今尚未发现有珍珠幸存，大抵与当地酸性红土有关。

合浦素有“南珠之乡”的美誉，“合浦海中，有珠池六所”，“合浦珠名曰南珠，其出

西洋者曰西珠，出东洋者日东珠。东珠豆青白色，其光润不如西珠，西珠又不如南珠。”
[5]

成语“珠还合浦”或“合浦珠还”的典故，也出自这里。《后汉书》载：“……（尝）迁合

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产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

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阯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

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

为神明。”
[6]
这个成语，现在被常被用来比喻东西失而复得或人去而复回。

合浦的采珠业在当地设郡县后出现，至西汉晚期，已形成一定的规模。汉成帝年间，

京兆尹王章的妻儿被充戍合浦，采珠积蓄财产数百万
[7]
，可资一证。到东汉中晚期，合浦

的采珠业达到顶峰，以至于出现上文描绘的，当地民众不事五谷，到比邻的交趾出售珍珠、

购买粮食。

相对而言，南亚和西亚采珠业出现的时间要早得多。印度南部沿海、斯里兰卡的马纳

尔湾、波斯湾的巴林一带，盛产珍珠并用于对外贸易。巴林至少 3 次出土珍珠，最早是在

距麦纳麦（巴林首都）西 10 公里的萨尔(Saar)，年代为迪尔蒙时代早期（公元前 2000-

公元前 1700 年）
[8]
。在古印度，珍珠是佛教“七宝”之一，斯里兰卡则被《厄立特里亚航

海记》记载为一处盛产珍珠、宝石、细棉布和玳瑁的文明开化之地，在曼泰遗址，发掘出

土了完整的原珠和钻孔珍珠
[9]
。

从时间节点来梳理，长盛不衰的合浦采珠业，可以说是海上丝绸之路带动而兴起的产

业。在当地采珠业兴起的西汉早、中期，汉王朝权贵阶层对珍珠的欲求，还须通过海外贸

易输入而获得满足。西方珍珠巨大明亮，《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大珠至围二寸以下”

按汉尺折算，周长二寸的直径接近 1.5 厘米。西汉早期的南越王墓所出，最大的直径达 1.1

厘米，从海外辗转输入的可能性较大，而深钉岭 M1 和石马坪 M6 出土的珍珠，应是来自邻

近的合浦。东汉时期，合浦珍珠主要是服务国内市场，满足了国内的大部分需求，但颗粒

大的和稀少品种仍需通过交趾一带进口
[10]

。



合浦的采珠遗址，现存最早为明代。洪武初年，朝廷在白龙（今北海市铁山港区营盘

镇白龙村）筑城，设官镇守珠池，大肆开采，现存城址及《宁海寺记碑》、《黄爷去思碑》

和《李爷德政碑》，还原了这段历史
[11]

。2015 年底，考古工作者在城址的北面发现了以方

格纹、米字纹陶为特征的汉代遗存，使白龙一带的历史可由明朝上溯至汉朝，为寻找“珠

还合浦”的发生地提供了重要线索
[12]

。

二、璧流离

（一）“璧流离”即玻璃
[13]

对于“璧流离”是否专指玻璃，学术界仍存异议。有认为是指玻璃璧、青金石或绿柱

石，沈福伟则认为是南亚次大陆产的蓝宝石和蓝晶石
[14]

，林梅村也持类似观点
[15]

。青金

石的考古发现极少，蓝宝石则未见报道。徐闻东汉墓
[16]

中提及珠饰中有青金石，洛阳烧沟

一座东汉晚期墓曾出土 1 件耳珰
[17]

，此外，1969 年在江苏徐州的一座东汉墓葬中，还发

现了一只兽形鎏金铜砚盒，镶嵌有红珊瑚、蓝色的宝石
[18]

。这里“蓝色的宝石”确指绿松

石和青金石，并非刚玉类的蓝宝石；绿柱石见于广西的合浦、贵港和梧州等地，亦属零星

发现。如“璧流离”指这上述器物，可能性似乎并不大。

“璧流离”应是汉代对玻璃的一种称谓。赵永引李志超等学者的考析，约在公元前 100

年，古罗马就出现“Vitrum”一词，“璧”是音节“vi”的古代读音，“流离”一词早已有

之，意为“光彩焕发”，是形容玻璃容貌的。琉璃乃碧琉璃及番琉璃之省称
[19]

。季羡林则

认为“璧流离”是梵文的音译，直接说：“今天的‘琉璃’就是”
[20]

。从玻璃的出现和发

展历史来看，“璧流离”源自外来语不无道理。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玻璃就在美索不达米

亚和埃及出现，印度的古代玻璃也可追溯至彩陶文化时期（公元前 1100~公元前 800 年），

中国则出现在稍晚的东周时期。在汉代文献中，“璧流离”也称“瑠璃”、“琉璃”，提及的

产地有罽宾（今阿富汗境内喀尔布河流域）、大秦、哀牢（今滇西和缅甸北部一带）等，《汉

书·西域传》曰：“；罽出封牛……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
[21]

，《后汉书·西域传》

记述：“（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
[22]

，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也载：“（哀牢）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

水精、瑁璃……”
[23]

。

玻璃一直是汉代前后的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遗址均有大量出土，

部分遗址还发现加工的证据。曼泰是一处重要的珠子产地，主要生产用贸易的印度——太

平洋珠；秋盆河流域沙萤文化的一些遗址发现玻璃加工原料和半成品
[24]

；阿里卡梅杜发现

在拉制过程中废弃的长长短短的玻璃管，还有一些炉渣
[25]

。

看来，“璧流离”指玻璃，确实不谬。

（二）合浦发现的汉代玻璃及成分体系

据粗略统计，在未被破坏殆尽的合浦汉墓中，有约 100 座出土了玻璃器，年代从西汉



中期延至东汉晚期（参见附表一）。玻璃器主要有装饰品和器皿两类，以装饰品类为大宗，

主要为串珠，单座墓葬出土往往达数百到数千颗，其他还有棱柱形饰、耳珰、环、璧、剑

扣等。器皿类较少，仅见杯、碗和盘三种。属丧葬用品的鼻塞以及作镶嵌之用的小圆片，

也偶有发现。

玻璃是一种人为加工的非晶态固体材料，其主要化学成分、特征微量元素、制作工艺

等会因制作产地和历史年代的不同而变化，而这些变化都可以通过科技手段进行分析和检

测。我们选取了出土的 80 多份样品进行测试，结果显示，成分分属钾玻璃、铅钡玻璃、

铅玻璃、钠钾铅玻璃、钠铅玻璃、钠钙玻璃、钠钙铅玻璃等七个硅酸盐玻璃体系，其中以

钾玻璃为主，多达七成以上。

铅钡玻璃和铅玻璃为我国自创。铅钡玻璃在战国早、中期就已经出现，战国晚期到汉

代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流域的湖南、湖北、安徽以及黄河流域的河南、山西、陕西、山东

等地。合浦汉墓出土属此体系的有璧、剑璏和心形片。风门岭 M24a 等出土未经检测的深

蓝色耳珰与贵县高中 M14 所出造型和颜色均较一致，应为铅钡玻璃；五旗岭 M3 出土的一

组 12 颗榄形串饰，原定为费昂斯制品
[26]

，而最近的测试结果显示，也为铅钡玻璃
[27]

。铅

玻璃则出现在西汉晚期，盛行于东汉，并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合浦汉墓出土属此体系

的，有西汉晚期风门岭 M26 出土的豆绿色串珠等。

钾玻璃是印度、东南亚以及我国华南和西南等地特有的一种古代玻璃体系，以氧化钾

(K20)为主要助熔剂（重量比 100%~20%），氧化钠(Na20)、氧化镁(Mg0)含量多低于 1%，氧

化钙(Ca0)含量多低于 4%。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我国的钾玻璃主要出现在公元前 4 世纪

到公元 3 世纪，相当于战国中晚期至东汉时期，主要集中在西南和华南地区的广西、广东、

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在新疆、云南、江苏、湖南、甘肃和青海等地亦有少量出土，其

中以两广地区出土数量最多，种类也最丰富。钾玻璃依照其中氧化钙和氧化铝(A1203)的

含量，又可以划分为低铝、低钙和中等钙铝等三个亚类。尽管还没有作坊遗址发现，但从

成分分析的结果来看，合浦汉代玻璃器有很大部分是交州刺史部区域内制作的，主要包括

低钙亚类的高铷低锶钾玻璃和中等钙铝亚类的部分低铷钾玻璃。此外，发现的钾铅玻璃珠

和钠钾铅玻璃珠，也判断为本地制作。

检测出的钠钙玻璃和钠钙铅玻璃，则属外来体系，产自地中海一带。

（三）输入合浦的玻璃器

合浦的玻璃器来源广泛，除交州本地自制及从楚地和中原传入外，还有相当部分来自

域外的东南亚、印度和罗马。从印度输入的是铷/锶比例较低的中等钙铝钾玻璃，东南亚

输入的主要是低铝钾玻璃，罗马输入的则为钠钙玻璃。器形主要包括串珠、杯、碗、角轮

形环以及六棱柱形等特殊几何造型饰件。



1．从印度输入的玻璃器

合浦汉代玻璃器与印度早期玻璃器无论是在制作工艺，还是在器形特征，都有一定的

共同点。两地最密切的是钾玻璃，模制的玻璃杯与印度阿里卡梅度遗址发现的玻璃杯残件

相似，在珠子的工艺上均有采用拉制、模压等技术，都存在大量拉制的印度——太平洋贸

易珠，也有六棱柱、四棱柱、双锥、六方双锥等形状串珠。结合化学成分分析，这些器物

很有可能来自印度。文昌塔 M70 出土的淡青色杯（图 4-2-1），颜色和透明度与其他蓝色调

的玻璃杯有明显区别，化学成分的分布点也较其他玻璃杯远，属印度钾玻璃主要的中等钙

铝亚类，排除从罗马输入的可能性。其他经测试为中等钙铝钾玻璃的，如风门岭 M26 出土

的六棱柱饰（图 8-2:2）和铜红珠（图 8-2:3），也应从印度输入。文昌塔出土的六棱柱饰，

长 6.4、宽 2.5 厘米，是合浦汉墓出土最大的 1件(图 8-2:4、5)。合浦还发现中等钙铝钾

玻璃的紫色圆珠和系领珠，以锰离子着色，也应有相当部分从印度输入。北插江盐堆 M1

出土数量较多的瓜棱形分段珠，经测试为中等钙铝钾玻璃亚型，这类珠子在印度马哈拉施

特拉邦的 Nevasa 遗址发现较多，年代早至公元前 150 年
[28]

，来自这一带的可能性最大。

类似瓜棱形的分段珠，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至古埃及新王国第 18 王朝
[29]

。

图 8-2 推测来自印度的玻璃器

1.杯（文昌塔 M70 出土） 2.六棱柱饰（风门岭 M26 出土） 3.铜红珠（风门岭 M26 出土）

4、5.六棱柱饰（文昌塔汉墓 87M77:36） 6.分段珠（北插江盐堆 M1）

合浦出土的串珠多为扁圆形，紫色、黑色珠子较多，“广西数以万计的各色串珠中，

特别是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锰离子着色的紫色和黑色玻璃珠，应有相当部分是从印度输



入”
[30]

。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西藏阿里

地区的曲踏墓地进行发掘，在 4座墓中出土了串珠，年代初步认定从公元前 2世纪至公元

前 1世纪
[31]

。珠子多为淡青色，紫色次之，少部分为绿色，形状以扁圆形居多，孔径比较

大。这种称为“印度——太平洋珠”的珠子，从地缘上判断，来自印度北部的可能性十分

大，可为我们作同类的判断提供重要依据。类似颜色、大小和质地的拉制珠，也多见于合

浦，部分也可能从印度输入。

2．从东南亚输入的玻璃器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判断，东南亚在公元前 4~3 世纪采用本地原料制作玻璃的能力有

限。从公元前 2 世纪开始，对从印度输入的玻璃原料（或成品）进行二次加工的规模就开

始不断增大，公元 2世纪后，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玻璃是本地自制的。从时间上判断，东南

亚向我国输出玻璃器的年代主要应该是公元前 2世纪以后。东南亚与我国关系最密切的，

仍然是钾玻璃。相对较明确的器物，如黄泥岗 M1 出土的湖蓝色玻璃杯(图 8-3:1)和文昌塔

M1 出土的角轮形环（图 8-3:2），则可能从东南亚输入。黄泥岗 M1 的杯，与文昌塔 M70 及

本地自制的红岭头 M1 所出，器形差异较明显，且氧化钙和氧化铝的含量处在中等钙铝钾

玻璃的边缘区域；角轮形环属于中等钙铝的钾玻璃，从器形上判断与我国台湾和华南地区

等地发现的“有角块状石环”有密切关系。该类器物早在公元前 500~公元前 300 年就见于

菲律宾巴拉望岛洞穴遗址(Uyaw Cave Site)，而仿玉器制作玻璃最典型的一个区域，是越

南沙莹文化区域，因此判断角轮形玻璃环是从越南南部一带输入。

钾玻璃的三个亚类即低铝、低钙和中等钙铝，在东南亚都有发现，其中的低铝钾玻璃

主要产自泰国的班东达潘等地，是广西可能从东南亚输入的一种类型，但由于测试标本的

数量有限，目前还没有发现，而中等钙铝钾玻璃在印度、东南亚和广西都广泛分布，说明

可能存在多个制造中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针对具体器物进行产地判定的复杂性。合浦机

械厂 M1、九只岭 M5 和九只岭 M6A 等还出土一类绿色基调，透明度高的扁壶形珠。壶形珠

的造型意匠在地中海沿岸出现早，传布广，并很有和这一地区早期宗教信仰有一定联系，

中国自战国以来多地出现各种材质的壶形珠“受到西方同类制品启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32]

。玻璃材质的壶形珠，目前世界上的发现仅限合浦一地，经过分析的合浦机械厂 M1 所

出为钾玻璃，并判断为与印度相似的中等钙铝亚类，但相似器物在印度和东南亚迄今均没

有发现。基于测试分析，我们认为合浦出土的扁壶形玻璃珠，很有可能是从印度输入玻璃

原料或成品二次加工而成。而这种二次加工的情况，普遍见于东南亚、日本、韩国等地早

期的玻璃制造业。合浦出土类似属中等钙铝钾玻璃的器物，还有凸鬼岭饲料厂 M202 及北

插江 M10 出土的多面体榄形饰等，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输入原材料，仿照肉红石髓等域外

输入珠饰的造型，在本地自制的可能性也很大。



图 8-3 推测来自东南亚的玻璃器

1．杯（黄泥岗 M1 出土） 2．角轮形环（文昌塔 M1 出土）

此外，基于东南亚与印度玻璃传统的密切，一些类型的器物，准确判断其来源也很难，

如西汉晚期凸鬼岭汽齿厂 M7 出土的红色珠以及东汉晚期风门岭二炮厂 M18 出土的蓝色珠、

M8 出土的绿色珠为混合碱玻璃。混合碱玻璃在最近检测中发现，它以氧化钠、氧化钾为助

溶剂，有别与前述广西的七个体系，在印度和东南亚都要较多发现，尽管确切产地尚不明

确，但应也来自这两个地区
[33]

。

3．从地中海地区输入的玻璃器

来自地中海地区的钠钙玻璃，俗称“罗马玻璃”，合浦的发现主要为串珠和碗。风门

岭二炮厂 M12、九只岭 M5 和寮尾 M17 发现的串珠，颜色为绿色、湖蓝色或深蓝色，年代最

早的是风门岭二炮厂 M12，为西汉晚期；东汉早期九只岭 M5 有 7 颗，绿色，扁圆形，直径

0.3 厘米（图 8-4:1）；东汉晚期寮尾 M17 共出 20 颗，其中长圆形 11 颗，直径 0.55~0.7

厘米，长 0.6~0.8 厘米；扁圆形 9颗，直径 0.5~0.7 厘米，厚 0.3~0.5 厘米（图 8-4:2）。

颜色为深蓝色，半透明，在光照下泛紫色光泽，外观上与深蓝色的钾玻璃珠判然有别。成

分上，以钴着色，具有低锰、含锑的特点，判断是用泡碱作助溶剂，而世界上最著名的泡

碱产地是埃及的 Wadi-el-Natrum 矿床。

图 8-4 钠钙玻璃串珠

1．九只岭 M5 2．寮尾 M17

1987-1988 年文昌塔汉墓出土单位不详的 1 件碗（图 8-5:1、2），也应来自地中海地

区。该碗通体呈黄褐色，有状似叶片的褐色花纹偏于半部。敞口，沿下有两周凹弦纹，平



底。口径 8、通高 4.9、底径约 3.9 厘米。颜色、大小、外形与日本秀美博物馆珍藏的标

注为“东地中海地域、公元前 2世纪——公元前 1 世纪”的 1件碗
[34]

十分接近(图 8-5:3)。

广州西汉中期墓 M2061
[35]

也出土的 3件类似的碗，其中 1件经定性分析，是钠钙玻璃
[36]

；

扬州甘泉山 M2 出土的玻璃器残片
[37]

，经检测为钠钙玻璃，从报告描述的“紫黑色和乳白

色相间的透明体”等特征来看，也与上述器物吻合。此外，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还藏 1

件塞浦路斯 1963 年出土的玻璃碗，年代属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时期（公元前 5—公元前 4 世

纪中叶）。此碗也属模制，口沿内侧及底部各有两道凹弦纹，口径 12.5、高 6.4 厘米。颜

色紫白间杂，接近合浦所出，西方学者认为是仿玛瑙的颜色
[38]

（图 8-5:4）。文昌塔所出

的玻璃碗，从其他发现特别是塞浦路斯的早期发现来看，应是从地中海地区辗转输入。

图 8-5 罗马玻璃碗

1、2.文昌塔汉墓出土 3.日本秀美博物馆藏品

4.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藏品

玻璃以其美丽的色彩、稀少的数量，成为历史上贵族享用的奢侈品。出现玻璃器较早

的西亚地区，把玻璃和黄金并列，成书于公元前 4 世纪德《旧约·约伯传》第二十八章提

到：“黄金与玻璃不能与她（智慧）同列”
[39]

。河北定州市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公元前

55 年），出土的 4 件马蹄金和 1 件麒麟金顶部都镶以绿色玻璃为盖，作为皇帝赐给诸侯王

的瑞祥物，选用玻璃镶嵌在黄金制品上，可见玻璃在当时是很珍贵的
[40]

。在我国明代之前，

精美的玻璃器价值高于黄金
[41]

。因而，合浦汉墓的出土众多珍贵的玻璃器，无疑是汉代海

上贸易繁荣和当地民众生活富足的重要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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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奇石异物

石榴子石、琥珀、水晶、绿柱石、肉红石髓、玛瑙、蚀刻石髓、绿松石和黄金等珠饰，

与前述的玻璃一样，是东南亚与南亚公元前后的主要贸易商品。这些珠饰包含的财富信息，

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过去的社会、经济以及区域内和区域之间的相互交流
[1]
。在我国的汉代

考古中，合浦是迄今发现最集中、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地区。各种材质的珠饰，不少

造型工艺相同和相近，显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性。

自泰国三乔山遗址的作坊遗迹发现以来，围绕着珠饰尤其是玛瑙和红玉髓的加工工艺

和原材料来源等问题的讨论日渐深入。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格洛弗和蓓琳娜的观点。通过对

三乔山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他们发现了与生产硅质岩和软玉实品相关的原料（包括玛瑙和

红玉髓石核）、保留锯切或打制痕迹的原材料和石片、不同制作阶段的成品和磨石，证明

了硅质岩和软玉饰品是在本地生产的。遗址出土的所有珠饰都被精心钻出直径为 1.0-1.5

毫米的穿孔，这是此类技术在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发现，这类饰品是在印度技术的基础上按

东南亚的需求制作的，理由有四：首先，玛瑙和红玉髓饰品均代表了最成熟的印度工艺，

是通过最精细最复杂的技术生产的，类似饰品在印度都非常罕见。根据民族考古研究，这

类生产技术需要长达数年的学徒培训方能掌握；第二，遗址发现了石饰品生产各个阶段的

证据；第三，当地并不出产玛瑙和红玉髓，在此之前也从未生产过半宝石饰品。最后，就

石饰制品的技术、质量和样式而言，与三乔山遗址相似的珠饰只发现于东南亚晚期的史前

遗址中，包括潘东塔碧、华富里府的遗址、越南沙萤文化遗址和菲律宾的塔邦洞穴
[2]
。

其他一些作坊遗迹的发现，也可能暗示着这类珠饰的来源。斯里兰卡一直以开采和出

口各种宝石、半宝石而驰名，这些宝石成品以及未经琢磨的原石在曼泰均有发现
[3]
。阿里

卡梅杜遗址发现成组的小型作坊，里面有生产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金属、玻璃、半宝石、象

牙及贝壳等
[4]
。不管如何，由于在合浦当地没有可供开采的资源，只能从域外输入产品或

输入原材料。至于输入的路线，沿北部湾的海路无疑是其中最便捷的通道。

一、石榴子石

石榴子石为等轴晶系的硅酸盐矿物，珠宝界称之为“紫牙乌”，常形成菱形十二面体、

四角三八面体晶及其聚形，颜色有红色、褐色、红褐色、紫红色、深紫红色、紫色、深红

色等。石榴子石通常划分为两个系列，即铝榴石系列和钙榴石系列。

合浦出土石榴子石珠饰的汉墓，经初步整理，有 10 座（参见附表二）。形状有圆形、

扁圆形、双锥形、多面榄形和系领形以及狮形饰件，颜色为紫红色。第二炮竹厂 M14a（图

8-6:1）、风门岭 M10 出土、第二麻纺厂 M23 和九只岭 M5、M6a[5]出土圆形珠、氮肥厂 M1

出土系领珠（图 8-6:2），凸鬼岭齿轮厂 M6 出土则为狮子形饰件（图 8-6:3），而第二麻纺

厂 M4 出土兼有多面榄形、圆形、扁圆形和系领珠（图 8-6:4）。石榴子石珠饰的尺寸不大，



圆形珠直径一般在 0.4~0.6 厘米之间，最大者达 1 厘米；系领珠和多面榄形珠长度在 0.6~1

厘米之间；狮形饰长 1.1 厘米，高 0.9 厘米。上述器形的玻璃珠和矿石珠（包括石榴子石

珠），在印度阿里卡梅度遗址均有发现
[6]
。此外，在最近与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的合作研究中，还发现东汉晚期风门岭 M10 出土的 1件“鱼龙形”佩饰，即为传说中的摩

竭，其造型为鱼身，口大张、露出巨齿，双眼微凸，颈上有皱褶，尾分叉，纵穿孔。长 1.1

厘米。

图 8-6 石榴子石串饰

1.第二炮竹厂 M14A 2.氮肥厂 M1 3.凸鬼岭齿轮厂 M6 4.第二麻纺厂 M4

石榴子石珠饰在国内汉墓发表的资料中，也见于另一港口城市番禺，出现的时间亦为

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但数量不多，且均为圆形和扁圆形珠。其中西汉晚期 M3003 出土 13

颗，紫红色，直径 0.7 厘米；东汉早期 M4013 出土 7 颗，紫红色；东汉晚期 M5013 出土 1

颗红色珠，M5054 出土 2颗，紫红色，扁圆而不规整
[7]
。

石榴子石虽在大自然中分布广泛，斯里兰卡、印度、马达加斯加、美国、中国等国是

石榴子石的主要产地，但在汉代及更早时期，印度、斯里兰卡是石榴子石加工的一个重要

地区。印度宝石级别石榴子石（铁铝榴石）产自中南部的海得拉巴(Hyderabad)
[8]
，卡尔(Karl

Schmetzer)等学者通过微量元素和化学成分分析，阿里卡梅度加工的原材料正是来自这一

地区
[9]
。我们通过采用质子激发 X荧光、便携式 X射线荧光和便携式 X射线衍射分析技术，

对合浦凸鬼岭齿轮厂 M6 等 5 座汉墓出土部分石榴子石器物的化学成分和结构状态分析，

结果显示，这些石榴子石器物的主要化学成分为氧化铝(A1203)、二氧化硅(Si02)和氧化

亚铁(Fe0)，另外还有少量的氧化锰(Mn0)、氧化钙(Ca0)，与铁铝榴石的理论组成接近
[10]

。

不过，卡特(Kyra Carter Alison)分析柬埔寨东南部出土两类不同质量和不同钻孔方式的

铁铝榴石珠子后提示，东南亚也存在一个有别于南亚的制作传统
[11]

。因此，不排除合浦部



分石榴子石珠，来自东南亚地区。

合浦发现的狮形饰件，与塔克西拉遗址所出的蹲伏状十分接近。塔克西拉遗址的年代

为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共出狮形饰 7件，材质包括石英、肉红石髓、青金石、石

榴子石等，其中 5件为蹲伏状
[12]

。作为艺术创作的母题的狮子，并非中国固有。进入中国

之前，其分布区沿地中海南岸，延伸至伊朗高原和印度西部，最北可达阿富汗
[13]

。赵德云

研究认为，狮形珠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后传播到印度，发展出蹲踞形和跳跃形两种不同的

造型。东南亚的跳跃形和中国的蹲踞形饰件，两者可能都具有印度根源
[14]

。

二、肉红石髓、玛瑙与蚀刻石髓珠

肉红石髓和玛瑙均属玉髓类矿物，蚀刻石髓珠则是蚀刻玛瑙珠和蚀刻红玉髓珠的统称。

根据蚀刻石髓珠的基体和蚀刻条纹的颜色，主要有四种，分别是红色基体装饰白色条纹、

白色基体装饰黑色条纹、黑色基体装饰白色条纹和红色基体装饰黑色条纹。

这三类珠饰在合浦汉墓中出土的总量，仅次于玻璃珠（参见附表三）。肉红石髓串饰

有榄形、圆形、扁圆形、双锥形、系领形、瓜形、葫芦形、摩竭形和耳珰等（图 8-7）。动

物形状有狮子、鸽、虎和鹅。1972 年堂排 M2 出土动物形串饰共有 11 枚，其中鹅为 5枚，

虎 6枚，用圆雕技法，简练地表现动物的各部位，构思巧妙，形态生动；玛瑙有串饰、戒

指、扁圆坠、剑扣等，多为缟玛瑙，纹理自然流畅，散发玻璃和油质光泽。偶见黑褐色和

红白间杂的类型（图 8-8）；蚀刻石髓珠在合浦汉墓土很少，主要为在原色基体上蚀刻白色

条纹，其中的扁平系领状蚀刻石髓，珠制作精美，十分具有代表性（图 8-9）。但肉红石髓、

玛瑙与蚀刻石髓珠，出土时往往混在一起，原组合方式不甚明了（图 8-10）。

蚀刻石髓珠在新疆、云南也有发现，夏鼐、张增祺认为从南亚或西亚输
[15]

。合浦出土

的肉红石髓珠、玛瑙珠和刻蚀石髓珠，我们认为，沿海路自南亚或东南亚而来的可能性更

大。

从公元前 4世纪至公元 1世纪，印度是蚀刻石髓珠的制造中心。阿里卡梅度矿石珠加

工的一个最特殊而古老的工艺就是矿石的改色处理，如将含铁的玉髓经过热处理变为所期

望的红玉髓，该技术曾广泛流
[16]

。在加工工具上，阿里卡梅度是有记载的最早将金刚石钻

头用于石质珠穿孔的遗址之一，这种工艺在公元前 4世纪时期的文献中有记载
[17]

。蚀刻石

髓珠制作工艺复杂，从石髓和蚀刻碱料的选择到加工过程中的每一步骤，都需要长期实践

摸索，故传播多是家族继承。随着印度工匠的迁移，蚀刻石髓珠的制作技术可能随玻璃一

起，传播到东南亚。图尼森(Theunissen)等分析了 53 颗泰国、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刻蚀石

髓珠和玛瑙珠，结果显示，部分产自东南亚
[18]

。但是，特尼森所分析的样品几乎全是古代

样品，仅有 2 件来自泰国中部 Ban Khao Mogul 的现代样品供比较分析，很难满足玛瑙和

红玉髓矿床地球化学特性多变性的要求。

蓓琳娜(B.Bellina)也认为红玉髓的原料产地在东南亚有广泛分布，挑战了印度是唯



一可能矿源地的说法
[19]

。不过，卡特(Alison Kyra Carter)等对取自柬埔寨和泰国 10 个

遗址的 73 件玛瑙和肉红石髓珠进行了地球化学分析，同时也分析了印度、伊朗、泰国的 4

个地点的 64 件现代样品。分析结果显示，许多这类珠饰是采用来自印度德干的原材料制

作的，并无明确依据显示采用了东南亚本地矿产资源进行珠饰制作。此外，也无明显证据

表明，随着时间变化这类珠饰制作采用了不同产地的矿产资源
[20]

。

图 8-7 肉红石髓串饰

1.北插江盐堆 M10 2.北插江盐堆 M4 3.凸鬼岭汽齿厂 M30b 4.堂排汉墓

5.凸鬼岭饲料厂 M1 6.凸鬼岭饲料厂 M1 7.风门岭 M26 8.凸鬼岭汽齿厂 M16a 9.堂排 M2

玛瑙和红玉髓珠制作技术的研究是探索不同地域社会状况的重要指标，学者们常将它

们作为铁器时代（500BC-500AD）南亚和东南亚交流的代表性器物，这些从南亚输入的珠

饰在东南亚被广泛交换
[21]

。东南亚的莱宜墓地和三乔山遗址等都有较多出土(图 8-11)。

阿里卡梅度遗址至少发现 9件肉红石髓耳珰，十分接近两广汉墓出土的典型样式，而且至

少有 2件是未完成的产品，这表明它们应该是在当地制作的
[22]

。一种非常可能的解释是，

它们是按照中国客户的设计在印度订制的商品
[23]

。蓓琳娜还把三乔山遗址高品质石髓、紫

水晶、玛瑙、石榴子石等珠饰，还按工艺和形态特征分为四组，其中第三组狮、虎、龟、

蛙、鱼等动物造型，不属于印度风格，它们在公元前 1世纪晚期至公元 1 世纪早期在南亚

和东南亚地区出现并迅速传播。蓓琳娜推测生产者可能是南亚的工匠或经南亚训练的本地

工匠
[24]

。这些动物造型的珠饰，也多见于合浦。越南中部莱宜遗址（Lai Nghi）出土的肉



红石髓狮形饰件，与风门岭 M26 所见更如出一辙。因此，也很有可能性是印度工匠可能带

着原料在当地上层社会的资助下，在当地制作符合东南亚需求的珠饰，进而通过贸易输入

合浦。同样地，也不能排除合浦等地输入原材料，在本地加工的可能性，比如玛瑙戒指、

剑扣等中国传统的饰品。

图 8-8 玛瑙饰

1.第二麻纺厂 M9 2.凸鬼岭饲料厂 M1 3.凸鬼岭饲料厂 M17 4.望牛岭 M1

5.凸鬼岭饲料厂 M22 6.红岭头 M3 7.堂排汉墓



图 8-9 蚀刻石髓珠

1.渔业资料站汉墓 2.第二麻纺厂 M4 3.文昌塔 M153 4.文昌塔资生仓 M1

图 8-10 混合串饰

1.第二麻纺厂 M27 2.凸鬼岭饲料厂 M1 3.凸鬼岭汽齿厂 M22

4.黄泥岗 M1 5.文昌塔资生仓 M1 6.机械厂 M1



图 8-11 沿线东南亚国家出土珠饰

1-2.莱宜墓地（Andreas Reinecke 供图） 3．三乔山遗址(B.Bellina,2007.)

三、水晶

水晶的化学成分为二氧化硅(Si02)，纯净时形成无色透明的晶体，当含微量元素灿、

Fe 等时，经辐照微量元素形成不同类型的色心，产生不同的颜色，如烟色、紫色、黄色
[25]

。

这些颜色的水晶，合浦均有发现，但以白水晶居多，形状有管形、圆形、扁圆形、六方形、

系领形和多面体等（图 8-12:1~5，参见附表四）。白水晶纯净，透明度高。望牛岭 M1 出土

的蝉形水晶，长 7.3、宽 3.3 厘米，是目前广西发现最大的一颗。它以简练的线条，象征

性地刻划出蝉的口、鼻、翅膀以及腿部。另有一颗六棱柱形水晶，长 3.9 厘米，打磨光滑，

晶莹剔透（图 8-12:6~7）。黄泥岗 M1 出土的一串紫水晶，达 163 颗，多为深紫色，少数为

浅紫色，半透明或透明。多面体形状，大小不等，最大直径 2.5 厘米，最小 1.2 厘米，一

般为 2 厘米（图 8-12:8）。此外，紫水晶还见 1 件三宝佩，出自风门岭 M10，与前述石榴

子石摩竭佩等混合成组。三宝佩上开三叉，中为长方形，下部近圆形，通高 1.28 厘米。



类似用水晶、红玉髓等制作的三宝佩，多见于泰国三乔山、塔差那等遗址
[26]

。

图 8-12 水晶串饰

1.红岭头 M3 2.北插江盐堆 M1 3.望牛岭 M1 4.凸鬼岭汽齿厂 M30a

5.凸鬼岭汽齿 M6 6~7．望牛岭 M1 8.黄泥岗 M1

水晶主要产于伟晶岩脉或晶洞中，几乎世界各地都有矿藏分布，但在公元前后，印度

南部的德干高原是紫水晶的主要产地和加工中心，其东部的阿里卡梅度遗址也出土大量水

晶、紫水晶、玛瑙、缟丝玛瑙、石榴子石等半宝石加工而成的珠子
[27]

。至于白水晶，原料

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地区，在泰国三乔山遗址还发现当地加工的证据
[28]

。合浦、泰国等地出

土的白水晶，纯净、透明度高，与广西北部一些郡治之外地区出土的“石质较差，不甚透

明”
[29]

，形成鲜明对比，显示它们的来源不同。由于本地没有可供开采的水晶矿，我们倾

向于认为多是与紫水晶等一并输入的，但白水晶也可能来自东南亚地区。

四、绿柱石

绿柱石，又称绿宝石，其晶体属六方晶系的环状铍一铝硅酸盐矿物，硬度为 7.5~8，

比重为 2.63~2.80。纯净的绿柱石是无色的，甚至可以是透明的。但大部分为绿色，也有

浅蓝色、黄色、白色和玫瑰色的，有玻璃光泽。无色的透绿宝石、金黄色的金绿柱石、淡

蓝色的海蓝宝石、深绿色的祖母绿以及粉红色的铯绿柱石是绿柱石的几个变种。其中，前

三种见于合浦（参见附表四）。

风门岭 M10 出土的一串绿柱石，共 24 颗，质地纯净，其中海蓝宝石 3 颗，余为透绿

宝石（图 8-13:1）。另一串出自黄泥岗 M1 的“三色水晶串珠”，共 23 颗，原判断均为水晶。

经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用便携式微型拉曼光谱仪，结合便携式能量色散型



X 射线荧光分析仪进行测试，结果显示除 9颗水晶、1 颗玉髓外，其余均属包括海蓝宝石、

金绿宝石和透绿宝石在内的绿柱石（图 8-13:2）
[30]

。类似水晶与绿柱石的混合串饰，还

见于北插江盐堆 M1（图 8-13:3）和凸鬼岭汽齿厂 M17 等(图 8-13:4)。此外，望牛岭 M1 出

土的串饰，此前也判断为水晶，但肉眼观察，也有部分为绿柱石。这种混同于水晶的情况，

在其他一些报告或博物馆藏品中也有存在。

绿柱石现代的产地很多，但印度的默哈讷迪河沿岸(Mahanadi banks)和奥里萨邦

(Orissa)南部，是传统的产地。在古印度佛陀时期，绿柱石是一种流行的奢侈宝石，在

Bhattiprolu 与毗普拉哈瓦孔雀王朝时期的舍利塔中有出土
[31]

。印度泰米尔纳德邦 Kongu

地区的村庄 Padiyur 盛产绿柱石。这种宝石在古罗马时期的需求量很大，普林尼在 1世纪

的《自然史》中记述，最好的绿柱石绝大多数来自印度
[32]

。此外，斯里兰卡的绿柱石资源

丰富，也是传统宝石加工区
[33]

。因此，我们认为合浦汉墓出土的绿柱石串饰，来自印度和

斯里兰卡一带。

图 8-13 绿柱石和水晶混合串饰

1.风门岭 M10 2.黄泥岗 M1 3.北插江盐堆 M1 4.凸鬼岭汽齿厂 M17

五、琥珀

两广沿海出土的琥珀制品，以合浦为最多。据不完全统计，约 40 座汉墓出土了琥珀

珠饰（参见附表五）。北插江 M4、M5 与凸鬼岭饲料厂 M1 出土的琥珀珠为扁圆形、半圆形、

榄形、扁壶形、葫芦形、瓜棱形等（图 8-14:1~3）。动物形饰件的出土，风门岭 M27、M23b



和北插江盐堆 M1 等为狮子形（图 8-14:4），凸鬼岭汽齿 M22 所出则为鸽子形（图 8-14:5）。

凸鬼岭汽齿厂 M30b 出土的 9颗和北插江盐堆 M1 出土的 17 颗琥珀珠饰中，除上述形状外，

还有龟形、圆形、耳珰形和不规则形等（图 8-14:6、7）。

琥珀是古代树脂埋藏地层中日久逐渐石化而成的，汉称“虎魄”。关于其产地，《汉书·西

域传》言厨宾出“虎魄”
[34]

，《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永昌哀牢夷（今云南西部）、《后汉

书·西域传》载大秦，均出产“虎魄”
[35]

。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也提到注辇国（今

印度南部）有“杂色琥珀”
[36]

。较为肯定的是，“汉晋时期，极有可能，中国境内的琥珀

尚未得到成规模的开采。”
[37]

许晓东也认为，我国古代的琥珀原料绝大多数来自波罗的海

和缅甸，汉代的琥珀原料主要经西南丝路由缅甸输入，而印度无琥珀储藏，相信当地的琥

珀很有可能来自缅甸或罗马
[38]

。在西南丝路沿线，很少有琥珀出土
[39]

，因此，合浦、广

州等沿海地区的发现经由陆路输入的可能性很小。

图 8-14 琥珀串饰

1.北插江 M4 2.北插江 M5 3.凸鬼岭饲料厂 M1 4.北插江盐堆 M1

5.凸鬼岭汽齿 M22 6.凸鬼岭汽齿厂 M30b 7.北插江盐堆 M1

合浦琥珀出土时多呈半透明的暗红色，出土后氧化颜色变黑，其质地致密，内少丝状

碎裂纹，与缅甸出产琥珀最为接近，而与波罗的海琥珀不同。波罗的海琥珀的颜色一般趋



黄，有透明清澈的，也有内含气泡而呈雾状的。因此，推测合浦汉墓出土的琥珀，基本上

是从掸国（缅甸）沿海路输入。

合浦还见较多的琥珀印章，如堂排 M1 出土“劳邑执刲”蛇钮方印”
[40]

，九只岭 M5 出

土的龟钮方形“黄昌私印和半圆形“黄□□印”
[41]

和凸鬼岭汽齿厂 M25 出土的半圆形“陈

夫印”（图 8-15）等。这些刻有汉字的印章，当为进口原材料加工。此外，李青会团队还

注意到，琥珀狮形珠的雕刻和穿孔加工工艺与判断为输入的肉红石髓等有明显差别
[42]

，海

路沿线东南亚、南亚遗存中也鲜见类似的琥珀珠。琥珀易于加工，因此，合浦出土的大多

数琥珀珠可能为进口原材料，在当地仿其他域外珠饰造型自制。

图 8-15 凸鬼岭汽齿厂 M25 出土琥珀“陈夫印”

六、金饰

合浦汉墓出土的金器有带钩、戒指、珠饰以及用于镶嵌的焊珠金箔等（图 8-16，参见

附表六）。珠饰包括十二面金珠（金花球）和棒槌形、葫芦形、瓜棱形、双锥形金珠，还

有素面或表面焊珠缠花的榄形珠以及表面呈绞索形的扁圆珠等。中国传统器物的带钩，仅

发现 1件，出自黄泥岗 M徐闻县令“陈褒”墓，其余器物或直接舶来，或工艺造型上受到

了外来文化的影响。

合浦汉墓出土的十二面金珠共计 30 多颗，其中风门岭 M10 和九只岭 M5 各出 2颗，九

只 M6a 各出 5 颗，北插江盐堆 M1 出土 8 颗，北插江盐堆 M4 出土 14 颗。造型基本相同，

圆球形，镂空，直径 0.5~1.7 厘米。其制法是先用圆形小金条焊接十二个小圈，然后在小

圈交汇的三角地带，用高温吹凝的圆形小珠加以固定。类似的金珠，在江苏甘泉
[43]

、长沙

五里牌
[44]

、广州汉墓
[45]

和广西贵港深钉岭汉墓
[46]

都有零星出土，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包括在印度东海岸 Pattanam 遗址、印度河流域的旦叉始罗遗址、越南的俄厄遗址和泰国

的 Phu Khao Thong，Tha Chana 和 Khao Sam Kaeo 遗址，也均有发现
[47]

。此外，风门岭

M10 出土的一颗金珠，与前述不同，十二个面用金箔做成内凹状，以金珠连缀。内凹处原

应镶嵌有珠饰，很大可能是已溶解的珍珠等。



焊珠金箔在寮尾 M14 和环城砖厂 M1 各发现两片。寮尾 M14 所出，原镶嵌在剑格后木

把的两侧，长仅 2.1、宽仅 0.4 厘米。焊珠金箔的制作，更为精巧，先把黄金捶打成厚约

0.1 厘米的薄片，再以细小的金丝勾出轮廓，最后用剪成小段的金丝高温吹熔凝集成细密

的小颗粒金珠焊接其上。每一片金箔上，焊接的珠子就达 200 多颗，大的直径 0.74 毫米，

中的直径 0.25 毫米，小的直径仅 0.1 毫米。细看之下，无异今日之微雕，其精湛工艺令

人击节兴叹。

图 8-16 金饰

1~2.平田村公所 M9 3.黄泥岗 M1 4.第二麻纺厂 M27 5.风门岭 M10

6.九只岭 M6A 7.北插江盐堆 M4 8.北插江盐堆 M1 9.寮尾 M14

10.五旗岭 M3 11.风门岭 M10

表面焊珠缠花的榄形珠以及表面呈绞索形的扁圆珠也是采用掐丝和焊珠工艺。白云翔

对南越王墓出土金花泡饰等进行研究，指出先秦时期黄金制品的制作工艺流行的是铸造成

型或锻打成型，装饰花纹主要采用铸造、錾刻等手法。西汉时期的大型墓葬中始发现采用

掐丝和焊珠工艺的黄金制品，鉴于其“突然性”，认为它们是外来物品是有道理的
[48]

。十



二面金珠在汉代的京畿地区尚无发现，在中国境内的陆上丝绸之路沿线也没有发现，仅出

现在南方及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就其传人路线而言，最大的可能性是海路。十二面金珠

的焊接工艺源自西方，古希腊麦锡尼则可能是起源地，其流传的路线也是地中海、波斯湾、

印度洋、南海，自西向东而来
[49]

。但从外型看，合浦所见的十二面金珠，与古希腊等地的

发现相去较远，而与印度和东南亚出土接近。上述另外几种金珠，在东南亚、南亚和地中

海地区均无同类出土，但以工艺观察，均存在作为产地输入合浦的可能性。

至于十二面金珠的传入时间，岑蕊认为不早于东汉初年。合浦出土的十二面金珠，黄

泥岗 M1 为东汉早期，其余则多为东汉晚期器物，但北插江盐堆 M1，则早至西汉晚期。1978

年 2 月发掘的北插江盐堆 M1，为木椁墓，出土器物 104 件，其中包括玻璃、玛瑙、肉红石

髓、琥珀、绿松石等珠饰
[50]

。

其他珠饰发现数量不多，双锥形金珠、扁圆形珠见于西汉早期南越王墓的一组玉佩
[51]

，

西汉晚期个旧黑蚂井 M18 也发现一颗双锥形珠
[52]

，与广西相邻的湖南永州鹞子岭西汉晚期

M2 出土 4 颗棒槌形珠、1 颗双锥形珠
[53]

。双锥形珠在柬埔寨普罗希尔有出土口
[54]

，榄形

金珠在泰国中部也有发现
[55]

，上述器物以及棒槌形珠、瓜棱形扁圆珠等的造型也多见于其

他材质的外来珠饰，而鲜见于北方地区。不过，这些器物造型简单，不排除受外来文化影

响，在当地自制的可能。此外，合浦汉墓还出土戒指 10 多枚，均是有凸起戒面的类型，

也与岭北其它地区不同，其来源还难以判断，但从其类似于西方普遍的镶嵌戒指来看，或

为当地仿制。

西汉早期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金花泡饰和刻瓣纹银盒出现在海路兴起之前，预示这些

器物包括其他金饰，也存在自陆路辗转传入的可能。

七、绿松石

绿松石是我国古代传统的玉石种类，早在新石器时代就被先民制成装饰品广泛运用
[56]

。

进入汉代，模仿动物的象生器在合浦之外的一些地区也偶有发现，如 1970 年江苏省徐州

市土山汉墓 M1 出土 1 件子母鸽饰，作母鸽哺喂子鸽状
[57]

；2002 年咸阳东郊张家堡村西汉

晚期墓出土的鹰形佩、鸽形佩，1996 年西安市南郊曲江财政干校工地新莽墓出土的鸽形佩、

鸡形佩等
[58]

。合浦汉墓所出的绿松石动物饰，也均为象生器，有绵羊形和鸽子形，绵羊形

饰件出自西汉晚期的北插江 M1（图 8-17:1），鸽子形饰件出自文昌塔资生仓 M1（图 8-17:2）、

凸鬼岭汽齿厂 M17（图 8-17:3）和风门岭 M26 等，大小均约为长 1.3 厘米，高 1厘米。器

物的质地纯净，打磨光滑，造型生动。

世界上出产绿松石的主要国家，有伊朗、埃及、美国、俄罗斯、中国等。中国的绿松

石集中于鄂、豫、陕交界处，其中以鄂西北的郧县和竹山县产的绿松石矿最为著名，其次

是陕西的白河和安康，新疆和安徽也有产出，不过，“一般的绿松石，湖北郧县一带也出

产，但漂亮的纯碧绿的高级的绿松石，产地以葱岭西的乌兹别克撒马尔干附近、阿富汗和



伊朗东北部，特别是伊朗北部的最出名”
[59]

。我国发现的绿松石象生器，年代集中在西汉

晚期，且分布在海、路丝绸之路沿线，结合墓葬出土的玻璃器等伴出器遗来看，合浦出土

的绿松石佩饰，从波斯帝国经由海路输入的可能性很大。

图 8-17 绿松石饰件

1.北插江盐堆 M1 2.文昌塔资生仓 M1 3.凸鬼岭汽齿厂 M17

八、包金铜珠

九只岭 M5 伴随蓝色和绿色玻璃珠、石榴子石珠出土的还有 1 颗金箔包裹的青铜珠。

这件珠子采用金箔进行包裹，从残片来看，直径原为 0.6 厘米。

希腊文化时期（公元前 3世纪至公元 1世纪）玻璃制作的一个重要创新就是在无色透

明的拉制玻璃珠表面包裹金箔，最初是在单个玻璃珠表面进行包裹，随后也开始用金箔包

裹分段珠。这类玻璃珠在希腊的罗德斯岛公元前 3 世纪的玻璃作坊遗址中有发现，在地中

海沿岸罗马帝国范围内十分流行
[60]

。经检测青铜珠含锑和砷，显示出和西亚地区青铜器的

密切关系。从伴出物来看，九只岭 M5 出土的这颗金箔包裹青铜珠，可能是通过印度传入

的西亚器物
[61]

。

九、香料

尽管盗掘严重，但在统计合浦 400 多座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墓中，还共出土熏炉 67

件，其中陶质 40 件，铜质 27 件。一般为每墓 1 件，如北插江盐堆 M1 所出(图 8-18:1)，

望牛岭 Ml 和风门岭 M26 等大中型墓葬则出土 2件铜熏炉，寮尾 M14b 虽已被盗，但仍有 2

件陶熏炉和 1件铜熏炉出土。风门岭 M24b 出土的陶熏炉，内有炭条(图:8-18:2~3)[62]；堂

排 M2b 的铜熏炉，“出土时内有少量香料和灰烬”
[63]

。

广州发掘的 400 多座汉墓中，共出熏炉 112 件，自西汉晚期起，近半数墓葬随葬熏炉，

而在洛阳烧沟发掘的 220 余座汉墓中，仅出熏炉 3 件，因此孙机先生认为汉代南方的熏香



习俗较北方为盛，中原地区熏炉的出现也相对晚一些，反映熏香的风气是自南往北逐步推

广的，而高级香料最先是从南海输入我国的
[64]

。汉时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婆罗州等地以

及波斯都盛产龙脑香，可能已辗转输入中国。《史记》中“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

瑇瑁、果布之凑”，下注有裴骃《史记集解》引韦昭对“果布”的解释，曰：“果谓龙眼、

离支（荔枝）之属。布，葛布。”
[65]

龙眼、荔枝难于运输，葛布也属寻常之物，断不会从

南洋长途输入，故韩槐准“断为古人重视而迷信之龙脑香，或非过言”
[66]

。按当时的海上

交通和贸易情况，合浦的香料来自东南亚各地，应无太多歧义，而熏炉的广泛出现，意味

着香料在汉代合浦已较为普遍使用。

图 8-18 熏炉及香料残余

1.铜熏炉（北插江盐堆 M1） 2.陶熏炉（风门岭 M24b） 3.陶熏炉内炭化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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